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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深入探究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驱动因素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溢出效应,以山西省县域

为研究单元,基于2000—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城镇化水平综合

评价体系,通过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关性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研

究期间山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呈下降趋势,城镇化综合水平虽有显著提高,但整体偏低。研究区城

镇化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呈“U”形发展趋势。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城镇

化率、建成区面积与生态系统服务呈显著负相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与生态

系统服务呈显著正相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邻近县域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不变

的前提下,相邻县域生态价值每提高1%将对本县域产生0.243%的促进作用。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具有

整体性和不稳定性,使各县域政府丧失自身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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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deeplyexplorethedrivingfactorsofurbanizationonecosystemservicevalueandthe
spatialspillovereffectofecosystemservice,takingthecountyofShanxiProvinceastheresearchunit,based
onthelandusedataandsocio-economicdatafrom2000to2018,constructsacomprehensiveevaluation
systemofecosystemservicevalueandurbanizationlevel,andanalyzesthespatialcharacteristicsofthe
correlation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systemservicevaluethroughbivariatespatialautocorrelation,In
addition,thespatialeconometricmodelisusedtoexplorethedrivingfactorsofurbanizationonecosystem
servicevalueandthespatialspillovereffectofecosystemservice.Theresultsshowedthat:Duringthestudy
period,theecosystemservicevalueofShanxiProvinceshowedadownwardtrendasawhole,andthe
comprehensivelevelofurbanizationwassignificantlyimproved,buttheoveralllevelwaslow.Thereisa
significantnegativecorrelation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systemservicevalueinthestudyarea,showinga
U-shapeddevelopmenttrend.Theresultsofspatialeconometricmodelshowthattheurbanizationrate,

built-upareaandecosystemservicesaresignificantlynegativelycorrelated,whilethepercapitaretailsales
ofsocialconsumergoodsandthesquareofurbanizationlevelaresignificantlypositivelycorrelatedwith
ecosystemservices.Ecosystemservicevaluehasapositivespillovereffectonneighboringcounties.Under
thepremiseofcontrollingotherexplanatoryvariablesunchanged,every1% increaseintheecological
valueofneighboringcountieswillhavea0.243%promotioneffectonthecounty.Ecosystemservicesinthe
studyareaareintegratedandunstable,whichmakesthecountygovernmentslosetheirenthusiasmfor
environmentalprotection.



Keywords:urbanization;ecosystemservices;bivariatespatialautocorrelation;spatialeconometricmodel;

ShanxiProvince

  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标志。生态系统服务是指通过生态系统的结构、过
程和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生命支持产品和服务[1],
这些功能的持续供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城镇化发展格局的剧烈变化深刻改变着地表自然生

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结构[2],1978—2018年,中国

城镇化率由17.90%增长至59.58%,随着高速城镇化

进程,一系列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如何在区域环境

承载力的基础上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目前研

究的热点话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着

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快建设绿色城市,不断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城镇化发展与生态建设相

辅相成,研究二者的相关性是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之

一,对促进区域城市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对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研究以及探寻

二者协调发展模式已经引起关注。国外学者[3]提出

城市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设,从城

市绿地[4]和水文[5]等方面分别探究不同用地类型在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城市生物

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相适应的视角出发对城市基

础设施进行合理规划[6]。目前,国内主要探讨全国及

各省市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耦合协调关系[7],快
速城镇化背景下生态系统服务的演变特征、预测与权

衡[8],利用SPSS相关性[9]及双变量空间自相关[10]研

究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相互关系。以往在

探讨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时,大多仅侧重于分

析二者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及空间集聚特征,缺
少对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溢出效应的深入探究。分析

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

应,是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打破行政边界限制,为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平衡

提供新的路径。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生态过渡带,自然条件复

杂,水土流失严重。高原内部起伏不平,山区面积占

总面积的80%。受特殊地理区位的影响,省内自然

条件差异大,各区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具有显著

的异质性。此外,省内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山区交通

闭塞,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形成吕梁山和太行山

区集中连片特困区。盆地地区交通便利,人口密集,
城镇化水平较高。2016年12月《山西省“十三五”环
境保护规划》[11]明确提出,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体现

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研究山西省城镇化与生

态系统服务的相关性是促进生态脆弱区人地关系和

谐发展的关键所在。鉴于此,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

区,基于2000—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数据

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
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计量模型揭示城镇化

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时空交互关系及空间效应,为
研究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关政

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简称“晋”,包括11个地级市、119个县(市、
区),位于太行山以西,黄土高原东部。全省总面积约

15.67×104km2,地势东北高西南低,起伏不平,河谷纵

横,生态环境脆弱。2018年山西省GDP为16818.11亿

元,增速为8.31%;常住人口为3718.34×104人,城镇人

口占山西总人口的58.4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0×104元,增长6.5%;完成造林面积34.01hm2,
与2017年相比增长9%,森林覆盖率22.79%,略低

于全国22.96%的平均水平;人均耕地面 积0.15
hm2,略高于全国0.10hm2的平均水平;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327.90m3,仅为全国同期的16.59%;全省主

要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为56.71%,低于全国

同期主要城市79.3%的平均水平。

1.2 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的山西省2000年、2005年、2010年、

2018年分辨率为30m×30m的土地利用数据,来自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
cn)[12],按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
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6大类;行政区边界数据

来源于1∶400万国家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http://

ngcc.sbsm.gov.cn/),审图号为GS(2016)2556号,底
图无修改;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山西统计年

鉴》[13]以及各市、县统计年鉴,部分来源于相应年份

的《中 国 县 域 统 计 年 鉴》[14]和《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15],粮食价格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农产品价

格调查年鉴》[16]。

1.3 研究方法

1.3.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 根据谢高地

等[17]在2015年修订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依据

山西省区域特征及实际情况,用研究区农作物粮食产

量和粮食价格进行修正,2000—2018年研究区平均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为2355.87kg/hm2,平均粮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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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小麦、玉米和大豆)为2.71元/kg。自然生态系统

提供的经济价值为现有单位面积农田提供的粮食价

值的1/7[18],据此得出,研究区粮食生产经济价值为

1076.64元/hm2,求得研究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表(表1)。公式为:

ESV=∑
n

i=1
(LUCi×VCi) (1)

AESV=
∑
n

i=1
(LUCi×VCi)

∑
n

i=1
LUCi

(2)

C=
AESVt2-AESVt1

AESVt1
×100% (3)

式中:ESV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AESV为地均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hm2),AESVt1和 AESVt2为

t1和t2时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hm2);LUCi为

土地利用类型i的面积(hm2);VCi为土地利用类型i
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元/(hm2·a));C 为地均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率(%);n 为区域土地利用类

型数量。

表1 山西省各地类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系数 单位:元/(hm2·a)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

一级 二级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土地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915.14 251.22 251.22 705.20 0 10.77
原料生产 430.66 577.80 369.65 392.97 0 32.30

水资源供给 21.53 297.87 204.56 5856.92 0 21.53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721.35 1894.89 1299.15 1437.31 0 118.43
气候调节 387.59 5670.30 3434.48 3170.70 0 107.66
净化环境 107.66 1686.74 1134.06 4925.63 0 333.76
水文调节 290.69 4102.00 2515.75 68081.33 0 226.09

支持服务

土壤保持 1108.94 2307.60 1582.66 1744.16 0 139.96
维持养分循环 129.20 175.85 122.02 134.58 0 10.77
生物多样性 139.96 2103.04 1439.11 5609.29 0 129.20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64.60 922.32 635.22 3563.68 0 53.83
总计 — 4317.33 19989.62 12987.87 95621.78 0 1184.30

1.3.2 城镇化综合评价 (1)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主要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生活提高和空

间扩张4个方面。参考前人[19]研究成果,结合本文

的研究内容,选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

化、空间城镇化4个1级指标,10个2级指标,最终

构成山西省城镇化综合水平评价体系(表2)。
表2 城镇化综合水平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代码 二级指标 单位 表征意义 属性 权重

人口城镇化
X1 城镇人口占比 % 城镇化发展水平 + 0.047
X2 人口密度 人/m2 人口空间分布的疏密程度 + 0.003

经济城镇化

X3 人均GDP 元 经济发展状况 + 0.158
X4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 产业结构 + 0.012
X5 人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工业生产规模 + 0.137

社会城镇化

X6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居民生活水平状况 + 0.120
X7 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 张 医疗保障设施水平 + 0.231
X8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人 教育事业发展规模 + 0.076

空间城镇化
X9 建成区面积 km2 城镇化区域的规模 + 0.096
X10 建设用地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 % 土地开发程度 + 0.122

  注:+表示指标的正向属性。

  (2)城镇化综合水平测度。本文利用熵值法确定

评价指标的权重[20]。

①数据标准化处理。采用正向标准化方法计算

指标的标准化值。

x'λij=
Xij-minXi

maxXi-minXi
(4)

式中:x'λ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maxXi和 minXi分

别为第j个指标中所有评价样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②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对有m 个指标、n 个

样本的数据集,第i个指标的权重为:

Wi=

1+
1
lnn∑

n

j=1
(Zij

∑
n

j=1
Zij

ln
Zij

∑
n

j=1
Zij

)

m+∑
m

i=1
(1
lnn∑

n

j=1

Zij

∑
n

j=1
Zij

ln
Zij

∑
n

j=1
Zij

)
(5)

③城镇化综合水平测度Tn:

Tn=∑
m

i=1
Wi×Zij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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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双变量空间相关性模型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

模型与单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相比,能够更好地揭示

给定空间单元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可以有效分析

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相关特征。该模型包

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10],公式为:

Ieu=
N∑N

i ∑N
j≠1Wijze

izu
j

(N-1)∑N
i ∑N

j≠1Wij
(7)

I'eu=ze∑N
j=1Wijzu

ij (8)
式中:Ieu和I'eu分别为双变量全局Moran’sI指数和

局部 Moran’sI 指数;ze
i 为第i个单元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zu
j 为与j 邻近区域中城镇化综合水平综合

测度;Wij为空间权重矩阵;N 为研究区评价单元个

数;本文采用的是邻接标准,即区域i和区域j 具有

公共边界,空间权重为1,否则取0。Moran’sI 指数

的取值范围在-1~1,Ieu为正时表明区域间存在正

相关;Ieu为负时表明区域间存在负相关;Moran’sI
指数等于0,表示不存在空间关联性。

1.3.4 空间计量模型 经典线性回归最小二乘法

(OLS)模型是用来解释因变量(yi)与自变量(xi)之
间关系的多元线性函数[21],计算公式为:

yi=β0+∑iβixi+εi (9)
式中:β0为常数项;βi为回归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由于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无法考虑空间依赖性,
而生态环境相关决定因素的外部性可能超越行政区

划边界,导致邻近地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相互影

响[22]。为了能够更好体现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

驱动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在 OLS的基础上建立空

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

宾模型(SDM)[23],其公式分别为:

Yit=ρ∑WijYit+β∑Xit+μi+λt+εit

Yit=β∑Xit+μi+λt+φit,φ=δ∑Wijφjt+εit

Yit=ρ∑WijYit+β∑Xit+γ∑WijXjt+μi+λt+εit

(10)

式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t 为时间;

εit为随机误差项;β和γ 为空间相关系数;ρ为空间滞

后系数;ui为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W 中的元素,采用空间邻接矩阵建

立空间权重。当γ=0,SDM 可简化为SLM;当γ+

ρβ=0时,SDM可简化为SEM。

2 结果与分析
2.1 山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特征

本研究表明,2000—2018年山西省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整体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1886.51亿元

降低到2018年的1851.99亿元,降低率为1.83%,其
中,2000—2010年增加了0.23%,2010—2018年降低

了2.06%(表3)。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来看,林地提

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断增加,研究期间增加了

11.68亿元,增长率达1.33%,这是由于《山西省林业

生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2011—2020年)》[24]的出台,
加快造林绿化和退耕还林,2018年省内森林覆盖率

达到22.79%,比2000年提高9.62%;耕地提供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呈持续降低趋势,约降低了15.38亿

元,由于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建设

用地大幅度增加,不断占用更多的耕地资源,导致研

究期间耕地面积减少3562km2,减少率为5.82%;
草地和水域的生态价值先上升后下降;未利用土地在

2010—2018年大幅度下降,为-7.73%。从单项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表4)来看,气候调节和水文调节功

能占比较高,研究期间两者占总价值的45%以上,维
持养分循环和水资源供给功能占比较小,分别占

1.13%和1.17%。2000—2018年食物生产、原材料

生产、气体调节和维持养分循环功能持续降低,提供

水资源供给、气候调节、净化环境、水文调节、维持生

物多样性、美学景观功能的价值在研究期间先增加后

减少,其变化规律与研究区草地和水域价值变化保持

一致,表明草地和水域土地利用类型对以上单项生态

子系统的价值具有显著影响。
表3 2000-2018年山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

土地利用

类型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亿元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8年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2000—2005年 2005—2010年 2010—2018年 2000—2018年

耕地 264.11 261.64 259.49 248.73 -0.93 -0.82 -4.15 -5.82
林地 875.32 875.55 880.06 887.00 0.03 0.52 0.79 1.33
草地 592.22 595.25 595.58 574.99 0.51 0.06 -3.46 -2.91
水域 154.69 154.91 155.63 141.11 0.14 0.46 -9.33 -8.78

未利用土地 0.18 0.18 0.18 0.17 -0.18 0.06 -7.73 -7.85
总计 1886.52 1887.53 1890.94 1851.99 0.05 0.18 -2.06 -1.83

  由图1可知,山西省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

分布较为稳定,高值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东北部的恒

山和五台山、西部的吕梁山、中部的太岳山及东部的

太行山,2018年上述县域城镇化率在40%左右,低于

全省49.90%的平均水平,公路密度远低于全省91.26
km/100km2的水平,良好的生态资源、较低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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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以及落后的交通,对生态系统扰动相对较弱是上

述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的主要原因。低值区

主要分布于太原盆地、长治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

地,2018年上述地区人口密度约为900人/km2,远高

于山西省301人/km2的平均水平,4个地区GDP总

量占全省的50.59%,人均GDP约为5.07×104元,位
居全省前列,由于人口集聚和频繁的经济活动带来城

市建筑用地的扩张,周围的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人为干扰,成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低的地区。从

地均生态系统服务演变(图2)来看,2000—2005年山

西省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为稳定,显著增加的地

区为研究区南部的垣曲县和东南部的长治市市辖区,

大同盆地南端应县下降明显,为-7.90%;2005—

2010年地均生态价值增长幅度较大的县域集中分布

于研究区北部和南部,次高值北部分布最广,显著降

低的县域只有南部的河津市和中东部的阳泉市市辖

区,分别为-1.61%和-1.05%;2010—2018年地均

生态价值降低较快,北部降低幅度(-3.41%)明显高

于南部(-1.90%),增长较高的县域集中于东北部

(广灵县)、中部(榆社县)、东南部(长治市、黎城县、平
顺县)和南部(浮山县、临猗县、万荣县),次高值分布

于南部,此外的大部分县域增长为负。整体而言,

2000—2018年山西省各县域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下降明显,且山西北部下降速度快于南部。
表4 2000-2018年山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构变化

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亿元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8年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2000—2005年 2005—2010年 2010—2018年 2000—2018年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79.58 79.12 78.73 76.03 -0.58 -0.49 -3.43 -4.46
原料生产 69.14 68.99 68.92 67.40 -0.22 -0.10 -2.20 -2.52

水资源供给 33.17 33.22 33.32 32.16 0.16 0.32 -3.49 -3.03

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 188.68 79.12 78.73 76.03 -58.07 -0.49 -3.43 -59.70
气候调节 433.76 434.41 435.61 430.68 0.15 0.28 -1.13 -0.71
净化环境 140.18 140.41 140.80 138.57 0.17 0.28 -1.59 -1.15
水文调节 422.29 422.91 424.27 410.64 0.15 0.32 -3.21 -2.76

支持服务

土壤保持 243.89 243.66 243.68 238.94 -0.10 0.01 -1.94 -2.03
维持养分循环 21.39 21.34 21.32 20.85 -0.20 -0.10 -2.23 -2.52
生物多样性 175.37 175.66 176.14 173.39 0.17 0.28 -1.56 -1.13

文化服务 美学景观 79.08 79.21 79.43 78.04 0.16 0.28 -1.75 -1.32
总计 — 1886.52 1887.53 1890.94 1851.99 0.05 0.18 -2.06 -1.83

图1 2000-2018年山西省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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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0-2018年山西省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2.2 山西省城镇化综合水平时空演变特征

总体来看,2000—2018年山西省城镇化水平有了显

著提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平均值由2000年的0.05提高

到2018年的0.17。借助ArcGIS10.2,利用自然断点分

级法将山西省2000年、2005年、2010年、2018年各县域

城镇化水平分别定义为高水平区、较高水平区、中水平

区、较低水平区、低水平区[25],并依据5个等级的平均值

及县域个数绘制成表格。由表5可知,2000—2018年低

水平和较低水平的县域数量分别占总数量的66.4%,

65.4%,57.9%和51.4%,高水平县域仅为太原市市辖

区,表明山西省城镇化仍以中低水平为主,高水平县

域极化明显,城镇化综合水平整体偏低。
表5 2000-2018年山西省城镇化综合水平各等级均值及数量

等级
2000年

平均值 数量

2005年

平均值 数量

2010年

平均值 数量

2018年

平均值 数量

高水平区 0.32 1 0.43 1 0.59 1 0.87 1
较高水平区 0.14 8 0.18 10 0.22 16 0.33 14
中水平区 0.07 27 0.10 26 0.14 28 0.18 37

较低水平区 0.04 25 0.06 39 0.09 31 0.13 32
低水平区 0.03 46 0.04 31 0.06 31 0.08 23
全部区域 0.05 107 0.08 107 0.12 107 0.17 107

  由图3可知,山西省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主
要以研究区中部(太原市、晋中市、阳泉市)、南部(临汾

市、运城市)和东南部(长治市、晋城市)各市辖区为中

心形成高值集聚区(0.30以上),呈片状分布,表明研究区

城镇化发展具有等级性,行政等级越高的区域城

镇化综合水平也越高。中水平县域集中分布在中心城

市的周围,因为中心城市在经济区域中拥有较强的集聚

与扩散效应,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的县域主要分布于研究

区西部的吕梁山区和东部的太行山区,受地形的影响,
生产条件的制约,形成2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和35个国家

级扶贫开发重点区,贫困县域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8.6%,
截至2018年,上述县域生产总值约为1599.31亿元,仅
占研究区生产总值的10.06%,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从空间演变(图4)来看,2000—2005年山西省内所有

县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变化值为正,表明城镇化水平

均有所上升,吕梁山、太岳山及太行山西部各县域上

升明显;2005—2010年大部分县域变化值为正且变化

明显,显著增长区多集中在太岳山、五台山附近的县域,
山西中部(原平市和平遥县)、中东部(阳泉市市辖区)、
南部(夏县)变化值为负,分别为-24.92%,-1.71%,

-2.65%和-8.91%;2010—2018年城镇化增长幅度

较大的县域主要分布在吕梁山北部和太行山西部各

县区,晋南(古县、交县)和晋中(榆社县)显著下降,分
别降低27.23%,0.37%和3.75%。整体而言,2000—

2018年研究区城镇化水平显著上升,山区上升幅度

(314.01%)明显大于盆地地区(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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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0-2018年山西省城镇化综合水平空间分布

图4 2000-2018年山西省城镇化综合水平演变

2.3 山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相关性

分析

基于Geoda1.14.0空间分析工具,建立空间邻近权

重矩阵,计算山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双变

量空间自相关,获得 Moran’sI 散点图。2000—2018
年双变量 Moran’sI 指数分别为-0.119,-0.129,

-0.122,-0.098,且p<0.05,|z|>1.96,通过显著

性检验(表6),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城
镇化的推进会导致周围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由表

6可知,Moran’sI指数先下降后上升,呈“U”形发展

趋势,表明这种集聚的负相关性先增强后减弱,随着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先恶化而后改善,且改善

的效果较为明显。
根据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2000年、

2005年、2010年、2018年山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双变量LISA聚集图(图5),表征城镇化水

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关系的局部空间异质性。高

高集聚区位于2010年阳城县,2006年以来阳城县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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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放在突出位置,大力推动林业生态县建设。
此外,该县于2010年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2018年

城镇 化 综 合 水 平 为 0.18,与 初 始 年 份 相 比 提 高

350%,城镇化和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促使该地区在

2010年由低高集聚转变为高高集聚。低低集聚区位

于研究区南部(乡宁县、万荣县)和东南部(平顺县),
乡宁县和万荣县第一产业增加值大约占35%,生产

活动以农业为主,缺少支柱型产业,平顺县是典型的

干石山区,地形崎岖,干旱缺水,生态脆弱,2014年以

来该县域有241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40%,社会经

济整体落后。截止2018年,晋南部分县域由高低集

聚转为低低集聚,随着研究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晋南

地区丧失了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经济优势,城镇化

增长速度落后于其他地区,导致了晋南地区(临猗县、
稷山县、新绛县、闻喜县)出现低低集聚。低高集聚区

集中分布于吕梁山的中北部和五台山附近的县域,由
于山地地形蕴含丰富的森林资源,如五台山、白龙山、
北武当山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但受地形的限制城市

建设面积约占总面积的5%,使得上述区域2018年

城镇化综合指数低于全省0.17的平均水平。高低集

聚区主要分布在山西省南部和东南部中心城区附近,
这些地区主要以盆地为主,城镇化率在50%以上,城
市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大,导致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矛盾

突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因此显著降低。
表6 2000-2018年山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

  全局 Moran’sI指数

指标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8年

Moran’sI -0.119 -0.129 -0.122 -0.089

Z统计量 -2.679 -2.911 -2.781 -2.087

P 值 0.003 0.002 0.003 0.016

图5 2000-2018年山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双变量LISA聚集图

2.4 空间计量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空间效应强调溢出在地理空间中的作用,通过空

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机制改变空间格局,在城市化进

程的干扰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很强的空间溢出

效应,从而对邻近地区的生态价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26]。依据双变量全局 Moran’sI 指数计算结果,
山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

性,可以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为选取更优空间面板模

型,采用 Matlab软件进行模型检验。由于库兹涅兹

曲线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
形曲线,所以在此基础上加入城镇化水平的平方

项[27](X11)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空间计

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设置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解

释变量设置为城镇化指标体系(X1~X10)和城镇化

水平的平方项(X11)。首先,利用 Wald统计量以及

LR统计量检验SDM 模型能否简化为SLM 模型或

SEM模型,结果p>0.05无法拒绝原假设,所以选择

SLM或SEM模型。其次,对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

法(OLS)回归,利用LM检验判断选择SLM或SEM
模 型,结 果 表 明,LM-lag、R-LMlag 和 LM-error、

R-LMerror均通过了1%或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表7),但SLM 模型检验统计值明显高于SEM 模

型,所以选择更优的SLM模型。最后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P 均为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临界值。综合来看,应选择更合适的空间时间双固定

SL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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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空间面板模型识别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值 P 值 检验方法 统计值 P 值

Wald-lagtest 9.045 0.617 LMlagtest 32.731 0
LR-lagtest 11.641 0.391 R-LMlagtest 24.255 0
Wald-errortest 8.280 0.688 LMErrortest 12.856 0
LR-errortest 11.614 0.393 R-LMErrortest 4.380 0.036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表8),空间时间双固定

SLM与SEM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且R2明显高于

OLS回归模型,这是由于OLS模型不考虑变量的空

间依赖性,所以无法完整解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导致拟合效果较差。从双固定SLM 检验结果看,城
镇化率、建成区面积与生态系统服务显著负相关,人
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与生态

系统服务显著正相关,其余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影响并不显著。城镇化率每增加1%,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将下降0.015%,表明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人

口不断向城市聚集,较强的人类活动一方面降低了土

地利用的生态价值;另一方面,对生物的生存环境造

成一定影响,给生态系统带来极大的负面压力,使得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建成区面积每增加1%,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将下降0.098%,2018年山西省建设

用地面积扩张为初始年份的105%,一定时间内城市

商业用地、工业园区、住宅区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草地

和水域面积,不合理的城市规划使得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显著降低,此外,交通、管道、能源等城市基础

设施的持续建设,加深了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人

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提高1%,生态价值将上升

0.018%,随着研究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不断加强,开始重视生态

保护,推动社会资本更多的向生态环保项目投资,例
如,建设城市湿地公园及森林公园,进而提升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使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

的平方项每上升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相应提升

0.011%,表明二者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即在城

镇化发展初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会随着城镇化的提

高而下降,当城镇化水平到达1个拐点时,又会随着

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而提高。由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带

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跨过拐点的县域在城市扩张

的同时,开始重视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修复,实现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将会得到明显改善,
从而生态价值逐步升高,这与陈万旭等[28]对长江中

游城市群研究中发现二者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

的结论一致,且与王迪等[29]提出钱塘江流域生态系

统服务的库兹涅兹效应研究结果相吻合,证实了库兹

涅兹曲线在研究区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

合理性。综合分析,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对研究区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最为显著。
表8 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OLS回归
时空双固定

SLM模型

时空双固定

SEM模型
变量

OLS
回归

时空双固定

SLM模型

时空双固定

SEM模型

 CONSTANT -0.156 — — X9 0.233 -0.098*** -0.098***

X1 -0.057 -0.015** -0.014** X10 -0.976*** 0.032* 0.032*

X2 0.596*** 0.007 -0.008 X11 -0.359 0.011** 0.001**

X3 0.241 0.009 0.006 W*dep.var. — 0.243*** —

X4 0.257* -0.007 -0.006 spat.aut. — — 0.261***

X5 -0.079 -0.002 -0.001 R2 0.384 0.999 0.999

X6 0.243** 0.018** 0.019** Log-L 142.069 1456.226 1456.220

X7 0.988** 0.025 0.028 Hausman — 2.576*** 12.576***

X8 0.221 -0.008 -0.012

  注:W*dep.var为空间滞后项系数;spat.aut为空间误差项系数;***、**、*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3 讨 论
由空间计量结果(表8)可知,双固定SLM 模型

中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为0.243,通过了1%的显著性

检验,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周围地区有显著的正

向空间溢出效应,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前提

下,相邻县域生态价值每提高1%将会对本县域产生

0.243%的促进作用。这种空间效应表明,山西省生

态系统服务具有整体性,各县的生态价值不仅会受到

自身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邻近乃至更远地区的影

响,使研究区各县域形成共同进退的局面,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应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如果只单纯改善某

一县域是不能显著提高整体的生态质量;研究区生态

系统服务具有不稳定性,即1个县域的生态价值容易

受到周围县域的干扰,由于陕西省与山西省共同属于

黄土高原地区,杨屹等[30]对陕西省生态足迹和生态

承载力变化研究发现,该地区生态系统整体也处于不

稳定状态,所以,在治理过程中应提高各县域生态系

统的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如增加地区物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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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进而增强抵御邻近县域负向溢出

的可能性;在生态系统服务正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可

能会导致各县域政府只会依赖周围地区而丧失自身

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对整个研究区的生态系统产生极

大的负面影响,这与李国平等[27]在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生态环境质量研究中提出,各县生态环境保护行

为存在“搭便车”的结论保持一致。此外,空间时间双

固定SEM模型的空间误差项在1%水平上显著,表
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仅会受到城镇化各因素的影

响,还会受到地形、气候、交通等误差项的影响[28]。
本文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法评估山西省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此方法具有相对简单、全面的评

估体系,特别适用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已

有对汾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31]表明,整体

呈下降趋势,这与山西省生态价值变化一致,证明研

究结果的可靠性。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计算当量因

子时未能采用各县域粮食产量和价格,从而弱化了研

究区县域的空间异质性,对估算结果可能会产生影

响。在城镇化指标选择方面,由于县域数据较难获

取,导致一些相关指标并未列入评价体系,今后研究

应选择更合理的评估方法或收集更详细的数据,进一

步提升研究结果的精度。
为促进研究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经济可持续

发展,提出3点建议:(1)针对山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系

统服务之间局部空间异质性,分区域制定二者协调发

展路径。高高集聚的县区,运用低碳循环理念对城市

进行合理规划,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

与生态的平衡关系,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发展新兴

产业,走绿色城镇化之路;低低集聚的县区应建立生

态保护区,提高环境承载力,在保证区域生态安全的

情况下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及特色旅游业,形成

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低高集聚的县区应依靠良好

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农业,如果业、养殖业、中药材

业,打造特色品牌,扶持乡村经济,促进农村生态循环

经济的发展;高低集聚的县区应加快经济转型,建立

健全环境保护制度,严把环境标准,淘汰落后产能,合
理规划城市用地,大力实施绿化工程,把保护生态及

生物多样性上升到战略高度。(2)合理把控城市建设

用地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研究区建成区面

积的快速扩张是生态系统服务下降的重要原因,因
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合理控制城市人口,分散人

口压力,严格限制城市的过度扩张,合理规划城市建

设,为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提供更多可用空间,进而提

高生态承载力。(3)建立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

制。研究区各县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生态环境合作

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建立联防联治体系的必要性,在土

地利用规划中,应充分考虑自身以及周围县域的土地

利用情况,进行跨区域的协同治理,提高每个县域环

境保护的积极性以及发挥生态系统服务的正向溢出

效应,在生态保护中形成合作共赢的友好局面。

4 结 论
(1)研究期间山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呈下

降趋势,减少34.52亿元。山地地区地均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高,盆地地区生态价值低,2010—2018年山西省北

部(-3.41%)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南部(-1.90%)。
(2)研究区城镇化综合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仍

以中低水平为主,城镇化水平整体偏低。城市化空间

分布具有等级性,行政等级越高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也

越高,山地地区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314.01%)明显

高于盆地地区(262.28%)。
(3)研究区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显著

的空间负相关,呈“U”形发展趋势。高高集聚区位于

2010年阳城县,低低集聚区位于乡宁县、万荣县和平

顺县,低高集聚区集中分布于吕梁山的中北部和五台

山附近的县域,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和

东南部中心城区附近。
(4)空间计量模型表明城镇化率、建成区面积与

生态系统服务显著负相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与生态系统服务显著正相

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周围地区有显著的正向空

间溢出效应,相邻县域生态价值每提高1%将会对本

县域产生0.243%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表明,研
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整体性和不稳定性,使各县域

政府丧失自身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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